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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持续增长 ,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依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

等化 ,相反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内部本地职工与外来职工的工资差距都是持续扩大的。

对于这些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本文借助于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来解

释。本文认为 ,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 ,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

的决策结果。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 ,从城乡

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转变既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 ,又有利

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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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中我们把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也视为一种事实上的城市化。

②　2006年各国农村人口比重和 2006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 ,中国的人口数据是按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而得的。蔡　等人 (2003)也指出 ,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 ,中

国的城市化水平是滞后的。

一、引　言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 ,经济发展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 (Lewis ,

1954 ; Mas2Colell and Razin , 1973 ; Lucas , 2004) ,而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却伴随着不少

传统发展经济学难以解开的“谜”。①首先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改革以来持续快速的工业增长

极不相称。根据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已经达到 11319

万人 (蔡　等 ,2003) 。但是 ,尽管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在不断增长 ,到 2006年 ,中国农村的人

口比重仍高达 59 % ,即使将大约 115亿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占全国 13亿人口的 1115 %)算作事实

上的城市人口 ,中国的实际农村人口比重仍然高达 4715 % ;而 2006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

重却仅为 12 %。作为参照 ,2006 年埃及、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 57 %、37 %和

24 %。②城市化水平不够高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效应 ,许多城市因为规模

太小而遭受了生产率的损失 (Au and Henderson , 2006a , 2006b) ,工业集聚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

平。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的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路江涌、陶志刚 ,2006) ,不同城市

之间的规模差距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Fujita et al1 ,2004) 。其次 ,中国的城市化也没有导致城乡

间收入均等化的结果 ,相反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 (蔡　等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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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陈钊 ,2004)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表现又是城市居民的工资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的工资之间差距的扩大。从城市内部来看 ,1994—2004年间 ,城市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从 4538元

增长到了 11902元 (1994年不变价格) ,① 而就在这十年间 ,一些相对发达地区的进城农民工的工

资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张晓晖 ,2004) 。孟欣等 (Meng and Bai , 2007)利用广东省 7家企业 2000—2004

年间的工资单数据发现 ,农民工的工资和广东省的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而农民工工资

上涨并不明显。严善平 (2007)利用上海市的 4次大型调查数据发现 ,1995—2003年间 ,外来劳动力

与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上升速度不同 ,两者的差距甚至有扩大的趋势。Zhang and Meng

(2007)对比 1999年和 2002年的数据也表明 ,农村移民和城市居民的工资差距在扩大 ,并且主要是

由民工的教育回报下降导致的。这些都说明城市内部户籍身份不同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并不只是人力资本的差距造成的 ,在一定程度上还与人力资本回报的差距扩大有关。也就是说 ,在

现有制度下 ,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并不能完全消除农村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工资差距。

显然 ,建立在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假定之下的传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

城乡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变化。本文将在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决定的前

提下 ,为中国城乡经济增长、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提供解释。与既有的城市

化和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发展理论相比 ,本文构建的是一个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也是一个通过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在发展中国家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广

泛存在 (Lipton , 1977) ,而在中国 ,由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而导致的城乡分割比较严重。研究中国

的城乡分割的形成、影响和变迁 ,对于思考发展中国家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政策调整机制及其

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也具有一般的意义。

二、文献评论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经济发展至少有三个并存的特征性

事实 ,即 :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增长 ,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既

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对此同时给出解释。

例如 ,在 Jorgenson (1967) 、Todaro (1969) 、Mas2Colell and Razin (1973)和 Lucas (2004)等研究中 ,农

村劳动力都能够自由地流入城市 ,因而城乡收入的均等化成为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

必然结果 ,但这不能解释中国城乡间劳动力流动规模增加 ,而城乡收入差距也同时扩大的事实。具

体来说 ,如 Jorgenson (1967)那样假定城乡工资保持一定比率的差距 ,我们则无法探究城乡间的工资

差距是如何随着城市化而变化的 ;而像Lucas (2004)那样将城乡工资的边际均等作为劳动力市场均

衡的条件更是无法解释中国城乡工资差距及其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 ,与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中的假定刚好相反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 ,农村劳动力流入

城市受到种种限制 ,甚至一度被禁止。虽然 Lucas (2004)的研究中 ,一开始也会出现农村不向城市

移民的可能 ,但那只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人力资本差异还不够大 ,农民进城并不能学得足够的技

能 ,移民与否是农村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 ,在改革开放之初 ,农村移民规模小却是政府

政策限制的结果。即使在今天 ,对于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仍然广泛存在。在这种城乡分割的

经济政策下 ,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处于一种源于政府干预的“非均衡”状态 ,这也是人口的

“城市化”滞后于经济的“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机制和城乡分割政策的形成机制的理解 ,既有的城市

化理论只能解释移民规模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并不能解释城乡工资差距的持续扩大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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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5)》。



能解释城市化水平的滞后 ,更不能解释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变化。为了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

上述特征性事实 ,我们需要考察中国城乡政策制定中特殊的制度背景。

中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 (宋

洪远 ,2004) ,而这些都体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 ,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

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 (蔡　等 ,2003) 。①这种政策形成的背后原因是 ,在资本少、人口

多的条件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 ,实施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 (林毅夫、蔡　、李周 ,1994) 。历史地

看 ,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政策有一个从禁止到限制的转变。即使是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

模流入的今天 ,这种限制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例如 ,通过户籍制度对外来劳动力获得医疗、养老

等社会保障的限制 ,以及对移民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等等。在一些大城市 ,对农村劳动力的政

策歧视还体现在就业岗位的限制等方面。

本文通过一个由城市决定城乡分割政策的动态模型来解释中国农村移民规模持续增长、城市

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持续扩大等现象。进一步地 ,我们也试图回答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特

的政策决定机制将会对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

进 ,我们能否看到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在我们的模型中 ,城市除了需要考虑消费与储蓄 (或投资)的跨期选择之外 ,还以各种手段控制

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 ,包括户籍制度管理 (行政手段) 、通过征收管理费或实行差别的社会

保障待遇来改变支付给农民工的实际工资 (经济手段)等。允许更多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好处是

提高了城市的总产出 ,但这又从两个方面给城市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一 ,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将提

高他们的保留工资 ,从而增加城市的劳动力成本。第二 ,历史上城乡分割造成的城乡差别 ,特别是

城乡收入的差别 ,使“城里人”对进城的农村移民有着一种心理上的警惕 ,而客观上进城的农民工也

的确成为城市治安的一个隐患 ,②从而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会导致城市更多的资源消耗或

增加用于产权保护的非生产性支出。按照这一思路 ,我们将发现 ,早期城市化研究中那些被认为反

映二元经济增长特征的事实 ,如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城市的资本积累等 (Lewis ,

1954 ; Ranis and Fei , 1961 ; Jorgenson , 1967 ; Dixit , 1970)都能够在本模型中体现。而且 ,本模型由于

考虑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对城乡政策的控制 ,能够解释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

的三方面特征性事实。我们将证明 ,由于城市的初始资本存量较少 ,完全拥有政策制订权的城市将

在一开始禁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入。然而 ,随着城市资本的持续积累 ,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能够

为城市创造的产出就不断增加 ,于是城市的最优政策将是逐渐允许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寻

找工作机会。这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演变过程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变化是一致的 (宋洪

远 ,2004) 。在我们的动态模型中 ,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政策是内生决定的 ,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将提高城市稳态时的消费与资本水平。然而 ,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城市并不会按农民工的边际产

出支付工资 ,伴随城市的经济增长 ,城乡工资不仅不会均等化 ,反而差距会不断扩大 ,其背后的根本

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由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单方面制订的。这就为中国城市化水平

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找到了制度上的根源。我们将看到 ,这种出于城市自身利益而分

割城乡的做法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共同增长 ,会阻碍城乡之间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而减少城市居

民与农村移民间的社会矛盾、促进城乡之间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 ,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福利 ,而且

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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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会在本文第三部分对此给出有限的经验证据。

这种城市倾向的政策并非中国特有。事实上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都以类似的政策作为实现发展战

略目标的手段。



本文的模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模型 ,也是一个基于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决定来理解城

乡经济发展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我们将看到 ,只要城市是政策的制订者 ,那么城

乡间的分割会始终存在 ,然而这种城乡间的分割却不利于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在解释收入差

距的变化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点上 ,本文与 Acemoglu和 Robinson (2001 , 2002)的研究有异

曲同工之处。在他们的研究中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 ,穷人可能革命 ,这一潜在威胁使得富人集团

会赋予穷人公民权 ,让穷人通过投票来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政策 ,这样 ,公民权的扩大和相应的

政治变迁就成了一种对未来实行更为平等的再分配政策的可信承诺。与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1 , 2002)不同的是 ,我们还关注在城市化和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路

径 ,而在这一点上 ,本文则继承了新政治经济学 ( new political economics)的研究路径。Persson 和

Tabellini (2004)倡导通过研究经济政策决定机制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路径。本文针对

中国的研究表明 ,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与城乡经济增长的路径是可以在一个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

决定的模型中同时得到刻画的。现有的研究虽然也讨论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决定机制 (如

Yang , 1999 ; 蔡　等 ,2003 ;陆铭、陈钊 ,2004) ,但是 ,在本文之前 ,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和城乡经济

发展是如何同时被内生决定的 ,却没有得到正式的理论刻画。

三、模型

考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农村的初始人口总量为 er0 ,城市的户籍人口总量被标

准化为 1 ;在时期 t ,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以下简称农民工)的数量用 em ( t)表示。农村土地的

数量始终为 L ,城市第 t 期的资本存量用 K ( t)表示。假设农村与城市的生产都采用 C2D生产函

数。①其中 ,农村的生产仅靠土地与劳动力两种投入 ,②而城市的生产则依靠资本与劳动力两种投

入。于是 ,第 t期城市的产出 ( Y ( t) )可表示为 : ③

Y ( t) = (1 + em ( t) )αK( t)
1 -α (1) ④

第 t 期农村的产出 ( Yr ( t) )则可表示为 : ⑤

Yr ( t) = ( er0 - em ( t) )βL
1 -β (2) ⑥

其中 0 <α,β< 1。用 W ( t)表示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然而农民工有时会被克扣或拖欠工

资 ,被城市管理部门征收各种费用 ,并且他们的劳动环境或条件往往比较差 ,考虑到这些因素后 ,他

们的实际工资是低于边际产出 ( W ( t) )的。假定农村的产出按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平均分配 ,人均

产出 (收入)用 Cr ( t)表示 ,则只要进城务工的实际所得大于农村的人均产出 ,就会有来自农村的劳

动力流入城市。因此 ,追求个人产出 (或收入)最大化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均衡条件为 :

W ( t) -τ( t) = Cr (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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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的模型设定也隐含地假定了农民要么是留在农村务农 ,要么是进城工作 ,这就忽略了现实中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群

体。

以下关于农业产出的假定意味着在我们的模型中农村并不存在Lewis(1954)所描述的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如果采用

Lewis的假定 ,那么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的保留工资不仅很低并且固定不变 ,这将导致下文中城乡工资差距的扩大会更为明显。

这样我们就隐含地假定了城乡劳动力是同质的。这只是一个技术上构建模型的简化处理。我们并不否认城乡劳动力个

人特征的差异也是在现实中导致城乡工资差距的原因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 ,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

异中 ,只有 24 %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 ,而剩余的 76 %是被歧视解释的部分 (蔡　、都阳、王美艳 ,2003)。这说明 ,来自制度

因素的城乡身份的差异的确是导致城乡工资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 ,因而 ,本文对城乡劳动力同质的假定也是合理的。

出于简化 ,本模型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

在这样一个二元经济中 ,城市的积累总是明显快于农村。因此出于简化 ,我们不考虑农村的任何在土地投入上的资本或

技术的积累。Jorgenson (1967)也采用了这样一个不失一般性的假定。

这样的假设是为了便于我们的分析 ,Jorgenson (1967)与Mas2Colell and Razin (1973)也采用了类似的假定。



其中 , Cr ( t) =
L

er0 - em ( t)

1 -β

,τ( t)表示农民工工资低于劳动边际产出的部分。在本文中我们用

τ来衡量由城市制订的城乡政策的不平等程度 ,我们也可以将τ理解为对城乡分割的衡量。τ越

大表示农民在城市的利益越得不到保障 ,他们在城市劳动应得的报酬 (边际贡献)与其实际所得的

差距越大。①

城市的资本积累过程为 :

ÛK( t) = I ( t) -δK( t) (4)

其中 , I ( t)是城市第 t 期的投资 ;δ是资本的折旧率 ,且 0 <δ< 1。于是 ,第 t 期城市户籍人口的人

均消费可表示为 :

C ( t) = Y ( t) - I ( t) - ( W ( t) - τ( t) ) em ( t) - θV ( em ( t) ) (5)

　　(5)式最后一项θV ( em ( t) )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可能消耗的城市资源。正如我们在前文

中所指出的那样 ,城乡间的差异 ,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异使“城里人”对进城的农村移民有着

一种心理上的警惕。现实中 ,新闻媒体和城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使得城市居民往往将失业、犯罪和

环境恶化与外来民工联系起来 (蔡　等 ,2003 ,第 156页) ,而客观上进城的农民工也的确成为城市

治安的一个隐患。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城乡移民规模与城市内部的城乡居民不和谐有直接的

关系 ,但是如图 1所示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与侵财案件数据的变化趋势的确有很大的一致

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会导致城市更多的资源消耗或增加用

于产权保护的非生产性支出。

在 (5)式中 ,我们用θ表示城市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的社会矛盾 (θ≥0) ,在本文中θ是外生

的。城市居民与农村移民间的社会矛盾对城市资源的消耗表现为 :第一 ,这种矛盾可能使移民破坏

城市的资源 ;第二 ,出于对移民的防范 ,这种矛盾的存在会导致城市居民把一部分资源用于产权保

护 ,但这种投入是非生产性的 ,也是一种对产出的损耗。以上两种机制中 ,前一种可以是违法犯罪

活动对城市财产的直接损害 ,后一种尽管能够避免违法犯罪 ,却不能避免资源的损失。无论事实上

哪一种机制产生作用 ,结果都是将城市居民与农村移民间的冲突转化为了产出的损失。从我们的

定义可知 ,这一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规模 ( em ( t) ) ,其次是城

市居民与农村移民间社会矛盾的程度 (θ) 。②并且我们假定 V′(·) > 0 ( em ( t) > 0时) , V″(·) > 0 ,以

及 V (0) = 0 ,V′(0) = 0。③此处的凸函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 ,给定城市中城乡人群间的社会矛盾

程度 ,当“城里人”感到周围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时 ,心理上的反应会让他们更多地采取非生

产性的产权保护。④此外 ,如果来自农村的移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侵害城市的财产 ,即使未直接

受损的居民也会采取产权保护措施 ,于是 ,产权保护的资源消耗很可能将比移民规模增加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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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当然 ,随着城市里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 ,很可能“城里人”的界线也不再那么清楚 ,城市居民与农村劳动力间的矛盾可能

也会扭转。本文将这种变化归结于θ的改变 ,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这种可能 ,虽然这一因素在本文中仍然是外生的。

若 V (0) > 0或 V′(0) > 0 ,则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将会推迟发生。

现实中 ,θ很可能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移民规模等因素有关。本文用函数 V ( em ( t) )来刻画与移民规模相联系的城乡

社会矛盾对城乡发展的影响 ,同时把θ作为外生变量。这样做是为了数学处理上的方便。我们将在下文中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

讨论θ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 ,θ的外生性是本文的一个不足 ,模型化θ的决定及其对城乡发展的影响将是今后值得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中 ,τ代表着城市向农村劳动力征收的管理费、民工工资低于其实际贡献的差额、城市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或克扣、

城市向农民工提供的社会保障的不足、差的劳动保护或工作条件的成本节省等等。在现实中 ,我们也许观察到城市向农村劳动力

征收管理费等现象越来越少 ,或者看到随着国家领导人的呼吁 ,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这些并不一定意味着城乡政策

的不平等是减少的 ,因为由τ代表的其他部分很可能是大幅度增加的。本文并没有详细分析τ的具体构成情况及其变化 ,虽然这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图 1　城乡收入差距与侵财案件( 1981—2004年)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作者的计算。　

根据 (4)式、(5)式 ,我们可以得到城市的资本积累方程 :

ÛK = (1 + em )αK
1 - α

- C -δK -
L

er0 - em

1 -β

em -θV ( em ) (6) ①

假设第 t期城市政府 (或者说它代表的城市居民)的效用函数为 U ( C ( t) ) ,且 U′(·) > 0 , U″

(·) < 0。城市通过选择最优的人均消费以及利用不平等的城乡政策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数量来

实现跨期的效用最大化。于是 ,城市政府的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 ②

Max
C , e

m∫
∞

0
e

-ρt
U ( C) dt

s. t . 　ÛK = (1 + em )αK
1-α

- C - δK -
L

er0 - em

1-β

em - θV ( em ) ; em ≥0 ; K(0) = K0

此问题的现值汉密尔顿函数是 :

H = U ( C) +λ[ (1 + em )αK
1-α - C - δK -

L
er0 - em

1-β

em - θV ( em ) ] (7)

最优化问题的解要求 :

5 H
5 C

= U′( C) - λ = 0 (8)

5 H
5 em

= λα(1 + em )α- 1
K

1-α -
L

er0 - em

1-β

-
(1 - β) emL

1-β

( er0 - em ) 2-β - θV′( em ) ≤0 , em
5 H
5 em

=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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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没有考虑多个城市的情形。各个城市在资本充裕方面的差异可能使发达地区的城市在农村劳动力流入政策上更早

实现从禁止到放松的制度转变。多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可能使城市不得不缩小城乡间的工资差距。然而 ,只要农村人多地少以

及城市单方面制订政策的条件不改变 ,那么本文刻画的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机制总是存在的 ,本文的基本结论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根

本变化。

为简便起见 ,我们省略了变量中的时间 t ,下同。



5 H
5 K

= λ(1 + em )α (1 - α) K
-α

- λδ = ρλ - Ûλ (10)

lim
t→∞

e
-ρtλ( t) K( t) = 0 (11)

　　由 (9)式中的互补松弛条件可知 ,如果城市初始的资本存量并不多 ,则一开始 em 取不到内点

解 ,因而 em ( t)是一分段函数 ,即 :当 t < t′或 K0 < K′0 时 , em ( t) = 0 ;当 t ≥t′或 K0 ≥K′0 时 , em ( t) >

0 ,其中 K′0 = K( t′) =
1
α

L
er0

1 - β 1
1 - α

。当 K0 ≥K′0 时 , em 是以下方程的解 : ①

α(1 + em )α- 1
K

1-α =
L

er0 - em

1-β

+
(1 - β) emL

1-β

( er0 - em ) 2-β +θV′( em ) = G′( em ) (12)

　　我们可以根据 (12)式在图 2中绘出 em 是如何被决定的。如图 2所示 ,图中左右两部分分别代

表 (12)式的最左边一项和最右边一项。当 K < K′0 时 ,没有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因而曲线α(1

+ em )α- 1
K

1 - α与αK
1 - α重合。当 K≥K′0 时 ,有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因而给定城市的资本存量 K ,

曲线α(1 + em )α- 1
K

1 - α位于曲线αK
1 - α的下方。图中可见 ,α(1 + em )α- 1

K
1 - α仍然是 K的增函数。②

由定义 , G′( em )是 em 的增函数 ,且 G″( em ) > 0 , lim
e
m
→e

r
0

G′( em ) = + ∞。此外 ,当 K = K′0 时 , em = 0 ,有

αK
1 - α

= G′(0) 。

由此 ,我们得到命题一。

①　为方便起见 ,令 G( em) =
L

er0 - em

1 -β

em -θV ( em) 。

②　用反证法可证明这一点。假设α(1 + em)α- 1 K1 -α是 K的减函数 ,则当 K增加时 , (12)式左边一项的值将变小。由于 G′

( em)随 em 递增 ,为了使 (12)式等式成立 , em 必须减少。但是这样的话 , K增加且 em 减少使 (12)式左边一项值变大 ,与假设矛盾。

③　对本模型稍加扩展 ,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民工荒”这样的事实。本文中农业的产出完全由土地与留在土地上的农村人口

决定。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各种冲击 ,如政府的扶农支农政策 ,那么这种对农村收入的正面冲击就有可能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的流动暂时停滞甚至发生回流 (只要城市的相关政策调整或农民进城的决策存在时滞)。

图 2　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　

命题一 :如果城市初始的资本存量较少 ,

则城市在其发展的初期会完全禁止农村劳动

力的流入。但是 ,随着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 ,

城市的劳动力流入政策会放松 ,于是逐渐会有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留在城市工作 ,直到城

市的资本积累停止。

从以上命题中我们看到 ,最初对农村劳动

力流入的禁止 (如通过与户籍相联系的票证制

度等手段)以及后来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

逐步放开都是城市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政策

选择。这就内生地解释了中国改革以来城市

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政策的变化。我们能够

发现 ,人口多而资本少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

原因 ,而城市单方面拥有政策制定权则使农村成为这一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相对受损者。③根据最

优化问题的解 ,当 t ≥t′或 K≥K′0 时 ,由 (10)式和 (8)式可以得到城市人均消费的动态方程 :

(1 - α) (1 + em )αK
-α

- δ - ρ = -
Ûλ
λ = -

U″( C)
U′( C) Û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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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6)式与 (13)式我们可以得到曲线 ÛC = 0和 ÛK = 0 :

(1 -α) (1 + em )αK
-α

=δ+ρ (14)

C = (1 + em )αK
1 - α

-δK -
L

er0 - em

1 -β

em -θV ( em ) (15)

利用上述两条曲线 ,我们可以绘出城市资本和消费的相图。①如图 3所示 ,当 t < t′,即 K < K′0

时 , em ( t) = 0 ,此时相图与一般的拉姆齐增长模型相似。如果不考虑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流入的可

能 ,那么稳态的资本与消费水平就由曲线 C = K
1 - α

- δK和 (1 - α) K
- α

=δ+ρ的交点 E0 所决定。

然而 ,由于事实上当 K > K′0 时 ,城市会允许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入 ,因此这两条决定稳态的资本

与消费水平的曲线将发生移动。其中 ,曲线 ÛC = 0 (即 (1 - α) (1 + em )αK
- α

=δ+ρ)由曲线 (1 - α)

K
- α

=δ+ρ右移而得。曲线 ÛK = 0 的变化稍微复杂些。当 em > 0 时 ,曲线 ÛK = 0 位于曲线 C =

K
1 -α

-δK的上方 ,并且处处具有更大的斜率。②此外 ,也可以证明 ,新的稳态点 E点位于曲线的最

高点的左侧。③于是 ,我们可以判断 ,伴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的稳态均衡点 E必定位于 E0 点的右

上方。由此 ,我们得到命题二。

①　我们有 K′0 =
1
α

L
er0

1 -β 1
1 -α

, K 3
0 =
ρ+δ
1 - α

1
α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 ,农村初始的人均土地量较小 ,即满足 K′0 < K 3

0 。

②　利用包络定理对 (15)式关于 K求导可以证明这一点。

③　根据 (15)式利用包络定理 ,曲线 ÛK = 0的最高点满足 :
dC
dK

=
5 C
5 K

e
3
m

= (1 - α) (1 + em )αK -α - δ= 0。曲线 ÛC = 0的方程为 :

(1 - α) (1 + em)αK -α=δ+ρ,而 (1 + em)αK -α是 K的减函数。

命题二 :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流入提高了城市均衡的资本与人均消费水平。

命题二的直觉是显然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由城市通过不平等的城乡政策控制 ,如果城乡政

策的结果是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 ,那么结果一定是 ,此时让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于城市

而言是更优的选择。并且 ,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也使城市资本与人均消费的增长变得更可持续。当

然 ,与传统的城市化理论相一致 ,在本文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总是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平均收

入 (或消费)的。也就是说 ,当城市的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 ,可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时 ,

放开对于移民的管制可以实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双赢”。

然而 ,与社会最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比 ,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下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

移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由 (12)式可得 (3)式中的τ( t) :

τ =
(1 - β) emL

1-β

( er0 - em ) 2-β +θV′( em ) (16)

　　显然 ,只要有农村劳动力流入 ,τ( t)必大于零。于是 ,我们可以得到 (17)式 , (17)式最右边一项

是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产出。我们可以将 (17)式总结为命题三。

W ( t) > Cr ( t) =
L

er0 - em ( t)

1-β

> β
L

er0 - em ( t)

1-β

(17)

　　命题三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获得的实际工资小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 ,但是 ,该实际工资大于留

在农村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命题三显示出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两方面原因。首先 ,城乡政策是由城市单方面制定的 ,这

必然导致该政策向城市倾斜。在本文中这种城市倾向的城乡政策表现为城市以各种方式 (如户籍

制度限制、劳动保障不足、工作条件差、拖欠克扣工资等等)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更多地向城市转移。

在城市资本存量较少的发展初期 ,这种政策更是可能导致城市完全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其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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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相图分析　

与城市相比农村没有完善的公共品提供机制 ,农业生产也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分散经营。这就导

致农民在决策时没有考虑 ,个人退出农业生产提高了留在土地上的其他农民的人均产出。或者说 ,

农民决策依据的是农村的人均产出而非边际产出。因此 ,与最大化所有农民 (包括进城务工者)总

收入 (产出)的劳动力转移规模相比 ,更多的农民留在了农村。

本文中的τ可以被视为刻画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仍然存在的中国城乡间分割程度的

一种尺度。① (16)式表明了导致这种分割的两个直接成因。首先 ,城市对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使大

量农民滞留在土地上 ,降低了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 ,从而压低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保留工资。这就

使城市能够从农民工的产出贡献中获取更多的剩余用于资本积累。正是这种潜在的利益使城市希

望借助于单方面制定城乡政策来维持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其次 ,城市倾向的城

乡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就造成了城市居民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间存在一定的社

会矛盾 ,城市从而希望进一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的规模 ,这成为人为导致城乡分割的另一个原

因。我们将其进一步归纳为如下推论。

推论一 :导致中国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市主导了城乡政策的制定。此外 ,由此造成的城乡

差距使得客观上城市居民与农村流动人口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矛盾 ,这也导致城市进一步控制农

村劳动力的流入 ,并成为加剧城乡分割的另一个直接原因。

对农民工进城的阻碍只是城市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 ,然而从全社会最优的角度考虑 ,由于城

市的劳动边际产出大于农村的劳动边际产出 (甚至大于农村的人均产出) ,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工作就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 ,并且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由城乡差异本身导致的城乡分割的

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种分割反过来又扩大了城乡差异 ,这就可能导致与城市和农村发展相

伴随的是两者的进一步分割而非融合。

我们知道 ,在到达稳态前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 ,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会越来越多 ,同时每个

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城市创造的财富也越来越多 ,然而从 (16)式可知 ,τ值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增

加而增加。也就是说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也在提高 ,但是与他们对城市的贡献相比 ,农民工工资的

上涨是不够的 ,即城市利用城市倾向的政策从农民工身上获得更多的剩余。这就解释了农民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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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乡分割”是一个较难以被量化的概念。在本文中 ,我们事实上是用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城里的所得与城市本地人之

间的差距来衡量城乡分割的程度。这和实证上用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来反映由户籍导致的城乡差别是一致的。



资上涨缓慢并且城市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 (Meng and Bai , 2007 ; Zhang and

Meng , 2007) 。在本模型中 ,唯一可能减缓这一影响的是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间社会矛盾的减少 ,

即θ的下降。然而 ,从长期来看 ,只要存在城市对劳动力流入规模的控制 ,那么城乡的工资差距总

会扩大。因而 ,城乡间在社会意义上仍然不能实现融合。

我们将上述分析总结为命题四。

命题四 :城市的发展使城乡间产生空间意义上的融合 ,即城市化进程。但是 ,只要城乡政策由

城市单方面制定 ,城乡间仍然存在社会意义上的分割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工资差距就仍然

可能持续扩大。

结合命题三与命题四 ,我们可以通过城乡发展的视角得到增长与平等之间携手并进的关系 ,这

也正是社会发展与和谐的内涵所在。我们将其归纳为推论二。

推论二 :减少城乡分割既有利于促进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城乡平等与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的两个目标 ,这与既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陆铭、陈钊、

万广华 ,2005 ;Wan , Lu and Chen , 2006) 。只有改变城乡政策的城市倾向性质 ,这种城乡分割的局面

才可能被根本扭转。

四、结论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只是简单的城市化加工业化的过程 ,事实上 ,必须把政策的内生变化过程及

其影响放到经济发展研究的中心位置。中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增长 ,但城市化

水平依然滞后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对于这个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需要借助城乡分割的经济政

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来解释。在本文中 ,城市拥有决定城乡政策的权力 ,从而可以控制农村劳动力流

入城市的规模。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 ,

我们认为 ,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

我们发现 ,在人口多而资本少的条件下追求快速的工业化是导致城乡分割的历史条件。也正

因此 ,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 ,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 ,于是城市所

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

发的决策结果 ,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 ,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

献的时候 ,却难以与城市居民完全融合。在本文中 ,这种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间的社会矛盾也成为

加剧城乡分割的原因之一。只要城乡政策仍由城市单方面制定 ,那么这种城乡间的分割就会不断

加剧。这在本文研究中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边际产出与其实际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 ,或者

说 ,城乡工资并没有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均等化 ,这也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

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原因。

本文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工资差距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

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将城乡工资差距视作农民向城乡迁移的内在动力 ,从而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城

乡工资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然而这样的机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各种

限制甚至是禁止的制度环境下并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然的话 ,我们应该看到 ,伴随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入 ,将会出现城乡工资的均等化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本文的研究揭示

出在中国这样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受城市控制的制度环境中 ,城乡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城乡分割的

一种表现。因此 ,与其说是工资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 ,不如说是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

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 ,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

本文的研究告诉我们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有三个层面的城乡融合 :第一 ,空间意义上的融

合 ,这种融合是最简单的 ,只要农民不断地进城 ,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 ,城市居民和新移民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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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融合就实现了 ;第二 ,城市居民逐渐消除对于新移民的歧视 ,消除农村居民在就业服务、社会保

障和子女教育等各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缩小原城市居民和城市新移民之间各方面的差距 ;第

三 ,农村居民和城市里的新移民不会因其身份而与原城市居民在公共事务和政策决定方面拥有不

同的权利 ,从而在政策的决定机制上消除城乡分割政策的形成基础。现在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 ,要

在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的数量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取消城镇和农村户籍的区分 ,这些都是城

乡融合的重大举措。

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 ,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

移民外 ,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本文的研究也提

示我们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不只是农村的事 ,也是城市的事。从舆论宣传上

致力于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减少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种种限制、在制度上逐渐实现

进城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等等 ,这些都是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容易被忽

视却非常重要的方面。从本文的逻辑出发 ,在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制度转变中 ,中央政府需要承

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这很可能并不符合城市的地方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 ,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表明 ,中国正在向城乡融合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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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e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2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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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rural to urban migrate workers has kept growing , China’s urbanization still lags behind her

industrialization. Meanwhile , wage gap between migrant and urban workers has kept enlarging other than narrowing. To understand

these puzzles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 we study the endogenous formation of urban2rural segmentation policy. We find

that change of the urban2rural segmentation policy results from urban government’s optim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welfare of urban

residents. The urban2biased policies have retarded the real wage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 decelerated urbanization , and

enlarged the wage gap between urban workers and migrant workers. Only if the social conflict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migrants could be lessened , or the policymaking is no longer biased unilaterally for urban residents , the transition from urban2rural

se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could come true. This transition will be beneficial for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2rural equality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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